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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述评·

近二十年西方明清经济史研究 

——以“大分流”讨论为中心

徐 毅 倪玉平

摘 要：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大分流”学术讨论的背景下，从全

球视野探寻当代中国经济奇迹的历史根源，成为西方学界的新潮流。部

分学者改变明清中国经济长期停滞的观点，重新评估中国传统经济发展

水平和发展趋势。但是西方学者并未完全放弃西方中心论立场。西方明

清经济史研究旨趣的转变，与中国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密不可分。我

们要推出明清传统制度整体研究和传统经济发展道路的综合研究成果，

为进一步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内在联系的研究作

出贡献。

关键词：明清经济 全球史 “大分流” 现代化 中国经济奇迹

比较经济史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传统。18 世纪后期，古典政

治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开启

比较经济史研究的先河。他的研究主题之一就是探讨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

另一些国家则长期贫困。A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等欧美国家取得成功，19 世

纪以降西方学界的比较经济史研究，主要探讨为何英国能够率先发动工业革

命，成为世界高收入发达经济体。围绕这一问题，西方学界往往将西欧（尤其

    本文曾提交 2021 年 9 月中国历史研究院与上海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八届青年史学家论坛。

 A  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4 年，第 182、87 页；下卷，第 247 页。



 历 史 研 究 2023 年第 3 期 

160

是英国）经验视为世界通行的发展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

历程中表现出来的独特性，一直被贴上“贫困落后”或“长期停滞”的标签。

所以，在西方学界的比较经济史研究中，中国一直被视为欧美成功经验的反

面例证。A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支撑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

动力，西方学界称之为“中国经济奇迹”。B这无疑对西方学界提出了一个挑战

与魅力兼具的课题，即如何解释一个被西方学界定义为长期停滞的经济体，在

短短数十年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需要一两百年才能走完的路。这一课题迫使西

方学界不仅需要反思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成功经验能否解释近代早期以来欧洲

经济的长期发展，更重要的是反思欧美经验究竟能否适用于研究中国经济史。

因此，近 20 年来，以美国学者彭慕兰出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

经济的发展》（后文简称《大分流》）为标志，西方学界兴起了重新反思中西方

经济的相似与差异、优势与局限的比较经济史研究。它不断吸引着不同学科、

国籍的学者参与探讨。这种新趋势摒弃了传统比较经济史研究聚焦“西方何以

繁荣，中国何以衰落”的问题导向，在探讨“西方为何兴起”等老问题的同时，

聚焦“历史上中国何以会持续繁荣，当代中国又何以会再次崛起”等新问题。

其中，在全球比较视野下重新评价明清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尤其受到西方学

界的关注与重视，他们不仅重新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水平、趋势和道路，

而且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与当代中国经济奇迹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

一批在西方学界具有影响力的新观点新思想。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发挥了重

要作用。本文尝试对近 20 年西方学界有关明清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英文成果进行

系统全面的梳理，总结中国学者的重要贡献，希望对于正在走向国际学术舞台

中央的中国学界提供参考。

一、“大分流”讨论

受亚当·斯密及其后来者影响，西方中国经济史学界除将两宋时期中国经济

视为巅峰这一“共识”之外，对于元明清时期的经济变迁问题，则长期存在发展

 A  有关西方学界论述中国历史形象的代表性论著，参见皮尔·弗里斯：《从北京回望曼

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苗婧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2 页。 

 B  Debin Ma and Richard von Glah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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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 停滞或衰退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A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随着增长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兴起，西方学界不断开拓认

识中国经济史的新视角与新领域。比如，王业键利用清代粮价，初步得出 18 世纪

中国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可与同时期欧洲相媲美的观点。B美国学者曾小萍提出清

代中国已经形成服务农村市场的信贷金融网络。C法国学者贝洛赫引入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沃伯顿和西蒙·库兹涅茨等建构的国民账户核算体

系，按照 1960 年的美元价格，分别估算 1800、1860、1913、1938、1950、1960、

1970、1977 年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并与其他国家进行长时段比较，认为工业革

命前，中国的人均 GDP 比西方发达国家高很多，西方经济超过中国是工业革命之

后的事情。可惜他并未详细说明资料来源与估算的具体方法。D20 世纪 90 年代以

后，英国计量经济史学家麦迪森使用 1990 年的美元价格，建立起公元 1 年至 1950
年中 23 个年份的 GDP 和人均 GDP 数列。在他看来，公元 1 年至 1000 年，中国

经济没有出现实质性增长，人均 GDP 保持不变，低于同期的欧洲，但两宋时期，

 A  “元明清发展论”以罗友枝、费维恺以及赵冈等为代表。详见 Evelyn Rawski,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Late Imperial Culture,” in David Johnson et al.,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3-33; 
Evelyn Rawski,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2, 101, 115-116; Albert Feuerwerker,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ory and Society, Vol. 13, No. 3, 1984, pp. 
297-326; 赵冈等：《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年，第 46、
127—128 页。“元明清停滞或衰退论”以李约瑟、珀金斯、伊懋可、郝若贝和施坚雅

等 为 代 表。 参 见 Joseph Needham, “Commentary on Lynn White, Jr., ‘What Accelerate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Western Middle Ages’ ?” and “Poverties and Triumphs of the 
Chinese Scientifi c Tradition,” in A. C. Crombie, ed., Scientifi c Change, London: Heinemann, 
1963, pp. 32, 139; 珀 金 斯：《 中 国 农 业 的 发 展（1368—1968 年 ）》， 宋 海 文 等 译， 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第 25、99、238—246 页；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203; Robert Hartwell,“A 
Cycle of Economic Change in Imperial China: Coal and Iron in Northeast China, 750-1350,”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10, No. 1, 1967, pp. 102-159.

 B  Yeh Chien Wang, “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 1638-1935, ”in 
Thomas G. Rawski and Lillian M. Li, eds.,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35-68.

 C  Madeleine Zelin,“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during the Qing Period: Some 
Thoughts on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Opium War,”in Kenneth Lieberthal et al., eds.,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Armonk, NY: M.E. Sharpe, Inc., 1991, 
pp. 31-67.

 D  Paul Bairoch,“The Main Trends in Nat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Paul Bairoch and Maurice Levy Leboyer, eds., Dispar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pp. 3-17.



 历 史 研 究 2023 年第 3 期 

162

经济获得实质性增长，人均 GDP 增加 1/3，超过欧洲成为世界最发达和最大的经

济体。在此后的 5 个半世纪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像贝洛赫估计的那样乐

观，而是再次陷入相对停滞的状态，欧洲经济不断扩张，至工业革命前夕欧洲人

均 GDP 已高出中国 50%。不过，由于人口基数庞大，直到 1820 年，中国的经济

总量仍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1/3 以上。A然而麦迪森的 GDP 数据也大多缺乏坚实

的证据支撑。

在汉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于元明清以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研究不断拓展与深

入的大背景下，一批专治比较经济史的学者，如美国学者王国斌和李中清、德

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中国学者李伯重等，先后对西方学界的观点提

出质疑。B西方学界将持有共同学术理念和学术观点的学者统称为“加州学派”。

他们的新见解集中呈现于彭慕兰 2000 年出版的《大分流》一书。C这本书被王

国斌称为“迄今为止对中国和欧洲最细腻的比较”。D在书中，彭慕兰一方面

接受元明清经济发展论的观点及其论据，另一方面集加州学派学者的观点于一

身，一反 14 世纪以来西方率先崛起并超过中国的传统观点，将明清长三角区域

经济史置于中西比较经济史的框架中，从产业发展、人均财富积累、生活水平、

市场发育和生态资源等多个指标和层面，探讨当时长三角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生

活水平，提出 18 世纪长三角经济发展程度和生活水平与同时期的英格兰不相上

下，进入 19 世纪两者之间才发生“大分流”；而英国率先发动工业革命，实现

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并非西方制度与文化优势，而是丰富低廉的煤炭资

源和从美洲源源不断获取的土地密集型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彭慕兰强调，在

比较框架下就会发现，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发展路径会达成相似的经济成就，

 A  麦迪森重建了公元 1 年、1000 年、1300 年、1400 年、1500 年和 1820 年的中国国民账户，

分别对应西汉、北宋、元朝、明朝和清朝等的 GDP。他所估算的欧洲 GDP，主要指除

土耳其、俄罗斯以及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之外的欧洲国家 GDP 总和。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1998;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2001;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2003.

 B  参见 Roy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James Z. Lee and Wang 
Feng,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 1700-20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Bozhong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C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D   王国斌、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周琳译，南京：江苏

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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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存在走向现代化的多种道路。A加州学派的新理论新方法开启了全球经

济史研究的新趋势。B加州学派聚焦的 14— 19 世纪中国传统经济的长期发展研

究，也被推至西方学界“大分流”讨论的最前沿，成为最受关注、成果最为丰

硕的研究领域之一。

过去 20 年，西方学界围绕中西方经济“大分流”及不同发展道路一共进行了

四次影响较大的讨论。2002 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了第一次有关“大

分流”的专题讨论会，针对《大分流》一书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与重要论据展

开讨论，其中 4 篇论文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2002 年第 61 卷第 2 期。这 4 篇

论文构成辩论双方，其中美国华裔学者黄宗智和美国学者布伦纳从农业劳动生产

率、人口行为、农民家庭手工业、农民收入、消费水平、煤炭和产权制度等多角

度，对《大分流》的观点、论据和论证方法进行了全面质疑与挑战；彭慕兰、李

中清等主要对黄宗智的批评进行回应，指出黄氏文章所用的资料与方法的多处错

误，并引用当时西方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来支持自身观点。尽管如此，彭慕兰等人

用来捍卫自身观点的论据仍显不足。C因此，他们的辩论开启了西方学界“大分

流”讨论中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衡量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趋势；二

是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道路。在《大分流》出版后的第一个十年，西方

学界主要围绕第一个问题展开讨论。十年后，美国历史学会 2011 年年会组织第二

次“大分流”专题研讨会。2011 年 9 月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发表了 5 篇参会

论文，其中 4 篇是针对《大分流》以及近十年相关成果的评论文章，1 篇是彭慕

 A  参见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Kenneth Pomeranz, “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 Resituating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Worl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1, No. 2,
2002, pp. 539-590; Kenneth Pomeranz,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logy on the Eve of 
Industrialization: Europe, China and the Global Conjunc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7,  No. 2, 2002, pp. 425-446.

 B  Patrick O’Brien, “Ten Years of Debate on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Reviews in 
History, https://reviews.history.ac.uk/review/1008, 访 问 日 期：2023 年 1 月 8 日；
Jan Luiten van Zanden, 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1000-1800, Leiden: Brill, 2009, p. 6.

 C   Philip C.C. Huang,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A 
Review of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Kenneth Pomeranz, “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 Resituating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World”; James Lee, Cameron Campell and 
Wang Feng, “Positive Check or Chinese Check?”; Robert Brenner and Christopher Isett, 
“England’s Divergence from China’s Yangzi Delta: Property Relations, Microeconomic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1, No. 2, 2002, pp. 503-538, 539-
590, 591-607, 609-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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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的回应文章。基于十年来有关明清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与趋势的研究成果，

4 篇文章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与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被长期忽视

的“惊人的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他们认可彭慕兰提出的煤炭和殖民地是催

生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然而，他们仍从西方制度优越论的角度评

价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对此，彭慕兰尝试从多个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

道路的特征、成就以及通向现代经济的优势与局限等问题。A这次讨论引导各国

学者将研究旨趣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趋势，逐渐转向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

路。2016 年 5 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组织彭慕兰、奥布莱恩、邓刚、马德斌、

罗伊和戈德斯通等学者，再次讨论了《大分流》出版以来世界经济史的发展，并

出版《全球经济史》。彭慕兰与戈德斯通对过去十多年有关工业革命之前中西方

经济发展水平与趋势的量化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比较，确定了一个西方学界普

遍接受的中西方经济“大分流”的时间—— 1750 年左右。同时，彭慕兰、奥布

莱恩、格拉夫和马德斌等学者总结和反思了西方学界对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

相关的各种传统制度的研究。B

最近，西方学界又展开一次“大分流”讨论。这次讨论主要围绕近 20 年西方

学界关于中西历史 GDP 的研究成果展开，其中有关明清中国 GDP 的成果均有中国

学者参与研究。各国学者针对这些成果的基础资料、估算和研究方法以及最终结果

都进行了充分讨论。C这次讨论又将西方学界的关注点拉回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

 A  Peter A. Coclanis, “Ten Years After: Reflections on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Jan de Vries, “The Great Divergence after Ten Years: Justly Celebrated yet Hard 
to Believe”; Philip T. Hoff man, “Comment on Ken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R. Bin 
Wong,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Decade after the Great Divergence”; Kenneth Pomeranz, “Ten 
Years After: Responses and Reconsiderations,” Historically Speaking, Vol. 12, No. 4, 2011, 
pp. 11-12, 13-15, 16-17, 17-19, 20-25.

 B  彭慕兰、戈德斯通、奥布莱恩、格拉夫和马德斌等学者的论文分别收录在这本论文集

的第 1、2、3、5、16 章，详见 Tirthankar Roy and Giorgio Riello, eds.,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9, pp. 19-66, 83-101, 287-298.

 C  Peter M. Solar, “China’s GDP: Some Corrections and the Way Forwar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81, No. 3, 2021, pp. 943-957; Stephen Broadberry, Hanhui Guan and 
David Daokui Li, “China, Europe,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A Restatemen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 81, No. 3, 2021, pp. 958-974; Jack A. Goldstone, “Dating the Great 
Divergence,”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6, No. 2, 2021, pp. 266-285; Stephen Broadberry,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 and Dating the Great Divergence,”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6, No. 2, 2021, pp. 286-293; Jan Luiten van Zanden and Jutta Bolt, “Two Concerns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stimates of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s before 1850,”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6, No. 2, 2021, pp. 294-300; Jack A. Goldstone, “Why Understanding the 
Timing of Divergence Matters?”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6, No. 2, 2021, pp. 30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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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趋势的问题上，引发了西方学界对 20 年来各种成果的全面梳理和总结。新版

《剑桥世界现代经济史》和新版《剑桥中国经济史》分别详细梳理汇总了 20 年来

“大分流”讨论中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进展。A在巴黎第 19 届世界经济史大会上，“大

分流”问题再次成为重要议题。在此次大会中，直接讨论“大分流”问题的分场讨

论会共有 6 场，美国学者麦坎茨、彭慕兰和王国斌组织一场题为“大分流 20 年后

的全球经济史”的主题讨论会，邀请了 11 位国际知名比较经济史专家对中国历史

上的资源使用、人口行为、小农经济、地区关系、商品流动等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进一步强调中国和东亚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其他四场专题讨论会从实际工资水

平、技术创新与扩散、传统经济的增长方式与动力、家庭行为和企业行为等视角，

讨论“大分流”和明清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发展道路等问题。B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大分流》出版以来，14— 19 世纪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

平及其道路的研究之所以成为西方学界的关注焦点之一，与中国学者在“大分流”

讨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密切相关。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在西方学界有影响

力的中国本土经济史研究还不多，当时中文成果鲜少进入西方学界，而且由于缺乏

史料，西方学者的中国经济史成果质量参差不齐。C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

国学者逐渐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直接

参与“大分流”讨论，用英文出版了中国经济史方面的大量数据资料和优秀研究成

果。新版《剑桥中国经济史》如此评价近 20 年来中国学者的贡献：“新一代中国学

者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诸如农业史、人口史、金融史和法律史等领域，都做出了

重要的方法论和理论贡献。中国学者在全球经济史学界的影响力迅速增长……也证

明了中国经济史在国际经济史领域的影响力不断上升。”D 

二、衡量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趋势

如上所述，“大分流”讨论是因应探讨中国经济奇迹历史根源而兴起。因此，

重新评价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成为“大分流”讨论的首要问题。

在 20 年的“大分流”讨论中，学者先后就中西方的消费水平、实际工资、劳

 A  Stephen Broadberry and Kyoji Fukao,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97-122, 391-411; Debin 
Ma and Richard von Glah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259-709; Vol. 2, pp. 15-530.

 B  参见 https://www.wehc2022.org/general-program?type[]=1, 访问日期：2023 年 2 月 9 日。

 C  Albert Feuerwerker,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1, No. 1, 1961, p. 42.

 D  Debin Ma and Richard von Glah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Vol. 1,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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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率、历史 GDP、人口年寿、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家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等

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多个指标、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与系统比较。在第一次

“大分流”专题讨论会上，彭慕兰指出，“我的比较是否正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未来对中国消费的研究”。A之后，他进一步拓展了 17— 19 世纪中西方消费

水平的研究，从生活必需品和非生活必需品两个指标，依次探讨中国和欧洲的最

低生活保障、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消费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水平等，最后

初步修正他在《大分流》一书中的观点，提出 18 世纪中叶无论是中国与欧洲还

是长三角区域与英国，人均消费水平基本相当，从 18 世纪晚期开始，英国在人

均消费水平上才超过长三角。B然而，彭慕兰的比较研究主要是“依据零散的产

量、消费或人口数据间接进行的”，C所以西方学者尝试构建系统的工资数据进行

中西比较。

英国学者布劳德伯利选取 1550— 1849 年中国长三角地区农业工人的谷物工资

和白银工资与同时期的欧洲各国相比，发现这一时期长三角农业工人的谷物工资

与英国、荷兰等西北欧国家基本相当，但是前者的白银工资仅为后者的 20% 左右。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英国、荷兰农业工人谷物工资和白银工资持续上涨，而长

三角地区的两种工资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处于长期停滞。D为更系统地比较中

西工资差距，英国学者艾伦及其研究团队专门考察了 18 世纪上半叶至 20 世纪

上半叶北京、广州、苏州、上海等城市建筑工人的生活水平。他们依次将这些

城市的建筑工人的名义工资、生活成本和实际工资等，与同时期伦敦、阿姆斯

特丹、莱比锡、米兰等欧洲城市建筑工人相比较，进一步证实布劳德伯利的结

论—— 18 世纪北京等中国城市建设工人的生活水平，确实低于伦敦等欧洲发达

地区城市建设工人水平，接近于欧洲落后地区如莱比锡和米兰的建筑工人水平，

但是进入 20 世纪，欧洲所有地区的城市建筑工人的生活水平都比中国高；自 18

 A  Kenneth Pomeranz, “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 Resituating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World,” p. 558.

 B  Kenneth Pomeranz, “Standards of Liv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Regional Diff erences, 
Temporal Trends, and Incomplete Evidence,” in Robert C. Allen, Tommy Bengtsson and 
Martin Dribe, eds.,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Past: New Perspective on Well-Being in Asia and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3-54. 

 C  Robert C. Allen et al., “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1738-1925: In 
Comparison with Europe, Japan and India,”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4, No. S1, 
2011, p. 9. 

 D  Stephen Broadberry and Bishnupriya Gupta, “The Early Modern Great Divergence: Wages, 
Pri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Asia, 1500-1800,”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59, No. 1, 2006, pp.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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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开始，中国大城市的实际工资水平持续下降，至 20 世纪初才略有恢复。A

针对艾伦等人有关中西方实际工资的比较研究，彭慕兰在 2011 年“大分流”

专题研讨会上撰文指出，不能将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作为衡量明清中国经济发展

水平的唯一指标。因为在明清中国，即使是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也只有大

约 15% 的人口以工资为生，远远低于同时期的西欧。而且，由于欧洲名义工资与

实际工资高，靠工资生活的家庭是一般务农家庭收入的 1.8 倍左右；而在中国，基

本依靠工资收入度日的往往是农村里最穷的人，其收入水平仅是佃户收入的 1/2 或

1/3。B艾伦也指出，他们的前期研究“使用的大部分工资数据都是城市的，当时

经济的主体是农业。任何对整体经济表现的判断都取决于农业”。因此，艾伦转而

比较 1620— 1820 年英国与长三角这两个当时欧洲与中国最先进地区的农业劳动生

产率与农民家庭收入。他依托李伯重有关明清长三角农民劳动生产率和家庭收支的

研究，C用购买力平价法折算出长三角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英国中部地区的 90%，

而两者的农民家庭收入水平几乎相当；而且在 1620— 1820 年期间，伴随着人口增

长，长三角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D李伯重与荷兰学者范赞

登的比较研究也发现，1820 年左右华娄地区（长三角的核心地带）与尼德兰（荷

兰的核心地带）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几乎持平。因为尼德兰与英格兰的农业劳动生产

率相当，所以他们的研究证实了艾伦的观点。E最近，中国学者史志宏依据明后期

至清代各省农业的详细统计数据，构建了 1600— 1911 年间 9 个年份的农业劳动生

产率数列，发现这一时期全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趋势：17 世

纪初至 18 世纪中叶有所增长；从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初显著下降；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初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停在了 19 世纪初的水平上。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使用

购买力平价法进行中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比较研究。F

除农业劳动生产率之外，李伯重与范赞登还对华娄地区的手工业与服务业的劳

动生产率进行量化研究。他们发现，华娄地区手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

农业，导致长三角城市化水平、城市实际工资等指标低于同时期的荷兰或英国。这

 A  Robert C. Allen et al., “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1738-1925: In 
Comparison with Europe, Japan and India,” pp. 8-38.

 B  Kenneth Pomeranz, “Ten Years After: Responses and Reconsiderations,” Historically 
Speaking, Vol. 12, No. 4, 2011, p. 23. 

 C  参见 Bozhong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D  Robert C. Alle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Rural Incomes in England and the Yangtze 
Delta, c. 1620-c. 182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2, No. 3, 2009, pp. 525-550. 

 E  Bozhong Li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72, No. 4, 2012, pp. 956-989.

 F  Zhihong Shi,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Qing China, Leiden: Brill, 2018, pp. 16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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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证明了艾伦等人有关城市工资的比较研究结论。A为此，彭慕兰曾提出，如果

从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指标来比较，至 19 世纪初，长三角与西欧发达地区的

“大分流”主要出现在城市，农村与农业部门尚未出现明显的“大分流”。B

与工资、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和人均 GDP），是一组更能反映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但是对于它们

的核算则要求较为系统而翔实的基础数据支撑，否则就会出现像贝洛赫和麦迪森

等人那样“凭空造数”的情况。为此，学者往往从基础数据比较丰富的特定年份

和特定区域开始核算 GDP 数据。李伯重在充分收集华娄地区各行业基础数据的基

础上，首先使用历史国民账户体系，对 1820 年前后华娄地区的 GDP 和人均 GDP
进行了详细估算，发现尽管当时华娄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尼德兰相差无几，但

是前者的人均 GDP 仅为后者的 53.8%。考虑到华娄地区在 19 世纪已经进入经济

衰退期，17、18 世纪华娄地区的人均 GDP 与尼德兰的差距可能没有这么大。C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史志宏、徐毅、倪玉平等人与荷兰学者范赞登、范鲁

文（Bas Van Leeuwen）合作，对清代统计资料相对丰富的 8 个年份（1661、1685、

1724、1766、1812、1850、1887、1911 年）全国层面的各种基础数据进行了系统

收集、整理与考订，分别对 8 个年份的全国人口、城市人口、农业产值、工业产

值（包括手工业和晚清的机器工业）和服务业产值进行了量化研究。D以这些数据

为基础，他们对清代 8 个重要年份的 GDP、人均 GDP 进行了估算，并与巫宝三等

人的 1933 年 GDP 估值链接，E首次构建了一个贯穿清代前期至近代的完整连续的

中国历史 GDP 数列；在此基础上，与同时期的欧洲、亚洲各国进行比较，其结果

显示清代中国在 1661— 1724 年间人口与人均 GDP 都有小幅上升，从 18 世纪中叶

至 19 世纪中叶人口增长迎来高峰，导致人均 GDP 出现了明显下降趋势；1850 年

 A  Bozhong Li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pp. 956-989.

 B  Kenneth Pomeranz, “Ten Years After: Responses and Reconsiderations,” Historically 
Speaking, Vol. 12, No. 4, 2011, p. 21.

 C  Bozhong Li, An Early Modern Economy in China: The Yangzi Delta in the 1820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Bozhong Li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pp. 956-989.

 D  参见 Xu Yi et al., “Urbanization in China, ca. 1100-1900,”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Vol. 13, No. 3, 2018, pp. 322-368; Zhihong Shi,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Qing China; 
Yi Xu and Bas van Leeuwen, “China in World Industrialization,” China Economist, Vol. 11, 
No. 6, 2016, pp. 98-109;  Yuping Ni, 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 1644-1911, 
Leiden: Brill, 2017.

 E  巫宝三对 1933 年中国 GDP 估值的介绍，参见倪玉平、徐毅、范鲁文·巴斯：《中国历

史时期经济总量估值研究——以 GDP 的测算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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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33 年，中国人口增长与减少交替出现，所以人均 GDP 的下降趋势才有所延缓。

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 GDP 在 17 世纪已经被英国、荷兰等欧洲发达国家超

越，至 18 世纪被西班牙等欧洲较落后的国家超越，但在整体上直到 19 世纪中国与

欧洲各国之间经济“大分流”的差距才急剧扩大；而在亚洲，直到 18 世纪末，中

国仍是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19 世纪初才被日本超过。A

英国学者布劳德伯利联合中国学者李稻葵与管汉晖，将 GDP 与人均 GDP 的

估算年份上推到北宋和明代，其结果显示：从北宋到明代，中国人均 GDP 一直在

较高水平上波动，至清代以降才出现明显下降趋势，1840 年人均 GDP 仅是 980 年

的 70%；北宋时期的人均 GDP 高于欧洲各国，直到 15 世纪中国被英国超过，考

虑到中国各区域的发展差异，中国与欧洲最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真正出现在 18 世

纪。也就是说，直到 1700 年，长三角大致与尼德兰相当，略优于英国；到 18 世

纪，英国和尼德兰很快超过长三角，其原因并不是它们增长提速，而是中国 18 世

纪巨大的人口增长，拉低了人均水平。B

可以说，近十年陆续产生了一批中西方各国历史 GDP 的研究成果。最近，西

方学界针对这些新成果展开了新一轮讨论。首先是美国学者戈德斯通、比利时学者

索拉尔从研究方法、基础数据和研究结果等方面，对荷兰、英国和中国等国家历史

GDP 估算成果提出评价与疑问。具体而言，早在 2016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召集 19
位重量级经济史学者重新讨论“大分流”之际，戈德斯通就对范赞登、布劳德伯利

等人构建的 1300— 1800 年荷兰与英国历史 GDP 数列，以及 15 世纪下半叶两国已

出现人口与人均 GDP 持续高增长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观点，提出疑问。他将两

国的长期历史 GDP 数列分成多个历史时期，发现在 1750 年之前，两国人口与人

均 GDP 双增长的时期一般都不会超过 50 年，随后人均 GDP 的增长成果就被人口

增长吞噬，出现经济停滞或萎缩。1750 年两国人均 GDP 仅仅赶上了几个世纪前中

国宋代水平。因此，他认为荷兰与英国在 1750 年之前的经济增长仍是一种前现代

经济增长模式。在最近有关中西方各国历史 GDP 的讨论中，戈德斯通重申上述观

点。C索拉尔则依次对布劳德伯利等人有关中国 980— 1840 年历史 GDP 估算中的

财政收支、人口等数据提出疑问，继而对依靠农业和人口数据估算历史 GDP、以

 A  Yi Xu et al., “Chinese National Income, ca. 1661-1933,”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57, No. 3, 2017, pp. 368-393.

 B  Stephen N. Broadberry, Hanhui Guan and David D. Li, “China, Europe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A Study in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 980-185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78, No. 4, 2018, pp. 955-1000.

 C  Jack A. Goldstone, “Data and Dating the Great Divergence,” in Tirthankar Roy and Giorgio 
Riello, eds.,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pp. 38-53; Jack A. Goldstone, “Dating the Great 
Divergence,” pp. 266-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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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 年为基准年估算其他年份 GDP、构建 1840 年用于国际比较的购买力平价法等

研究方法也提出疑问，指出正是基础数据与研究方法的误差，使他们构建的中国历

史 GDP 数据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出现了较大偏差。A而根据戈德斯通和索

拉尔最近的修正与解读，他们形成了较为相似的观点，即当工业革命发生时，欧洲

的生活水平与几个世纪之前的欧洲和中国没有多大差异。就两大区域中的经济发达

区域来看，1700 年前后，荷兰与英国的人均 GDP 并没有超过当时的长三角地区。

所以，无论是欧洲与中国，还是荷兰、英国与长三角地区，它们之间明显的“大分

流”要到 1750 年之后才出现。B

最近，新版《剑桥现代世界经济史》第 1 卷利用近 20 年各国历史 GDP 研究成

果，构建出一幅 1500—1870 年全球历史 GDP 分布图。从全球视野看，16 世纪至 18
世纪，中国人口与人均收入出现了较快的双增长；至 18 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世界

经济发展第一方阵，人均 GDP 与欧洲相当，略高于英属北美殖民地，大大高于拉丁

美洲和非洲；当时中国是亚洲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远高于奥斯曼土耳其、印度、

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又经过 100 多年，随着人口增长，中国人均 GDP 则出现缓慢下

降，至 19 世纪中叶，其人均 GDP 仅为美国和欧洲的一半，也略低于拉美。C《大

分流》出版以来，西方学界正在形成一种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新认识——

工业革命之前，西欧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被西方学界长期忽视的“惊人的相似之

处”，当时中国“主要经济中心的规模、复杂程度和财富”也不能被低估。D

随着西方学界有关明清中国经济发展各指标的深入研究，他们对明清中国经

济发展趋势的认识也逐渐趋同。比如克拉克、王国斌根据实际工资、人口等数据提

出，随着中国疆域的扩大，人口与经济规模都在不断扩张，而且人均收入、实际工

资和其他福利水平并没有实际性下降，明清中国经济在缓慢发展。E上文所引史志

宏对于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量化研究，也体现这一时期中国农业呈现出增长、衰

 A  Peter M. Solar, “China’s GDP: Some Corrections and the Way Forward,” pp. 943-957; Peter 
M. Solar, “China, Europe,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Further Concerns about the Historical 
GDP Estimates for China,” EHES Working Paper, No. 217, 2021.

 B  Jack A. Goldstone, “Why Understanding the Timing of Divergence Matters?” pp. 309-
314; Peter M. Solar, “China, Europe,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Further Concerns about the 
Historical GDP Estimates for China.”

 C  Stephen Broadberry and Kyoji Fukao,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Vol. 1, p. 4. 

 D  Peter A. Coclanis, “Ten Years After: Reflections on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Historically Speaking, Vol. 12, No. 4, 2011, p. 11.

 E  格里高利·克拉克：《应该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李淑萍译，北京：中信出

版社，2009 年，第 238 页；王国斌、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

政治》，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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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与停滞的波动趋势，并非长期的衰退趋势。布劳德伯利、索拉尔等人对明清人

均 GDP 的研究与修正，也表明了明清中国经济既有增长也有衰退。最近，美籍华

人学者陈志武和中国学者彭凯翔合作撰写了新版《剑桥中国经济史》第 1 卷的《生

产、消费和生活水平》一章。其中，他们对近 20 年中西方学界有关 11— 19 世纪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成果，作了较为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尝试建立多个反映经济

发展不同侧面的指标长期数列。他们首先比对了国内外多个研究中国历史 GDP 和

城市工人实际工资的长期数列，指出从宋代到清代，随着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并

没有显著增长，但也并非急剧下降。同时，他们建立起有关棉布消费、印刷品消

费和年寿的长期数列，从多方面反映宋代至清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数量、质量

和多样化上都有显著改善和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人均收入、消费水平

并不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唯一标准，应对风险能力与人均收入

同样重要。他们从新作物的引入、宗族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地方金融市场的

改善和政府救灾政策的创新等方面，探讨宋代至清代应对风险能力的增强，对改

善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人均收入和应对风险能力的长期变化，陈志武

和彭凯翔提出，“中国从晚唐到 1800 年间成功地避开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在前工

业革命的世界里，没有哪个社会能像晚明和清代的中国那样成功地应对维持数亿

人口的挑战”。A

总之，20 年来经过对中西方历史消费水平、实际工资、劳动生产率、GDP、

人口年寿、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家应对风险能力等数据的系统收集与探讨，西方

学界对中西方经济何时、如何出现分流，明清中国经济的总体趋势等问题，逐

渐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正如彭慕兰所言，无论是中国与欧洲，还是长三角与

英国，它们之间的“大分流”出现在 1750 年左右是目前最为可信的观点，而且

分流首先出现在城市，继而扩散至农村。B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

尽管欧洲经济在 18 世纪中叶逐步超过中国，但是并不能说明明清中国经济长期

处于停滞状态；相反，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在总体上呈现缓慢发展趋势，中国人

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为人口增长而停滞不前，反而有所改善和提高，总体上避

开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对于衡量明清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各种主要指标的研究，中国学者作出了重

要贡献。除上文列举的成果外，中国学者在西方学界还发表了许多成果，篇幅所

 A   Debin Ma and Richard von Glah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Vol.1, 
pp. 676-709.

 B  Prasannan Parthasarathi and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Debate,” in 
Tirthankar Roy and Giorgio Riello, eds.,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pp.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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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不能一一罗列。A在此，我们对中国学者的贡献作一总结。首先，中国学者

关于明清各地工资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所收集的基础数据，为 21 世纪以来西方学者

重新评价 14— 19 世纪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在“大分

流”讨论中，中国学者开发了大量海内外历史文献，系统挖掘、收集和整理各种基

础数据，包括人口、城市化、工资、农业、财政、金融、手工业、服务业、消费水

平、职业构成、年寿、受教育程度、国家治理水平等，并且利用基础数据构建了人

口、农业劳动生产率、历史 GDP 和年寿等指标的长期数列。难能可贵的是，中国

学者对于长期数列的研究与构建所使用的方法，并非完全照搬西方，而是根据中国

历史数据的具体情况加以改进创新，以更能体现中国传统经济长期发展的特征与趋

势。B中国学者有关长期数列的成果大都已经在西方学界公开发表，引起重要学

术反响。中国学者的努力彻底改变了《大分流》出版之初西方学者仅仅“依据零散

的产量、消费或人口数据”而进行研究的窘境。西方学者出版的几乎每一项有关明

清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成果，不是以中国学者的基础数据和长期数列为依

据，就是与中国学者合作共同收集基础数据和构建长期数列。随着西方学者越来越

接受中国学者的基础数据和长期数列，西方学界对于中西方经济何时以及如何出现

分流、明清中国经济的总体趋势等问题的看法，才逐渐趋向一致。

然而，有关 14— 19 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数列，除了人口、历史 GDP、少

数城市工人的实际工资、少量商品的消费量、年寿等数据之外，其他主题或指标，

如大宗商品的物价和消费量、手工业和服务业等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货币供给与流

通量、利率、农村雇工的实际工资、职业结构、受教育水平、国家治理水平、能源

消费和环境变迁等至今尚未构建任何长期数列。同时，除了长三角之外，有关中国

内部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差异的研究尚未深入展开，正如布劳德伯利等人所

指出的，“最需要的是更详细地了解中国内部的地区差异”。C

 A  马德斌曾多次撰文集中介绍中国学者成果，详见 Debin Ma, “Growth, Institutions and 
Knowledge: Historiography of 18th-20th Century China,”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4, No. 3, 2004, pp. 259-277; Loren Brandt, Debin Ma and Thomas G. Rawski, 

“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52, No. 1, 2014, pp. 45-123; Debin Ma,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A New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63, 2017, pp. 1-7.

 B  比如中国学者对明清中国经济总量的研究，就没有照搬西方的国民账户核算体系，而是

使用更能体现自身经济发展特征和趋势的估算方法。参见 Bozhong Li, An Early Modern 
Economy in China; Yi Xu et al., “Chinese National Income, ca. 1661-1933,” pp. 368-393.

 C  Stephen Broadberry, Hanhui Guan and David Daokui Li, “China, Europe,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A Restatement,” p.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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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道路

在“大分流”讨论中，为了解释明清中国维持较高发展水平的原因，西方学界

深入探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道路，A进而重新认识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与当代

中国经济奇迹之间的关系，探索与西方不同的经济现代化道路。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学界就兴起了研究明清传统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受到西方学界广泛关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王国斌提出明清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欧

洲近代早期一样，其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市场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斯

密动力”。斯密增长应该受到“人口增加—资源匮乏—经济危机或经济停滞”这一

规律限制，但是 18 世纪晚期，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发达地区尚未遭遇人口压力导致

的资源匮乏和经济停滞，即真正的马尔萨斯危机的威胁。正是从这时开始，西欧获

得了美洲新大陆输入的资源品和西欧各国对煤铁等矿产品的大开发，促使英国等西

欧国家率先突破资源局限，成功启动工业革命并将其扩散至欧洲大陆，从而推动西

欧经济增长动力从市场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转向技术与组织变革。至此，西欧的经济

增长方式也从斯密增长转型成为现代经济增长——“库兹涅茨增长”。同时期的中

国由于缺乏矿产品大规模开发和使用，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仍然停留在斯密增长

模式。这就是 19 世纪中叶中西方经济增长方式的“大分流”。B王国斌对明清中

国经济增长动因的认识，主要强调中国传统经济中活跃的市场机制的巨大效用，但

是他对斯密增长道路的阐释过于抽象，缺乏系统的论证和翔实的史料支撑。几乎与

此同时，许涤新和吴承明等人撰写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英文版由麦克米兰出

版公司出版。该著开拓性地研究了明清中国传统市场经济发展诸多方面，如国内市

场规模、商品流通量、市场体系、商帮组织以及围绕国内市场而形成的区域与行业

的专业化生产等，并翔实地论证了明清国内市场的运作及其专业化分工对于当时人

口增长、产量扩张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发挥的促进作用。C

其后，西方学者更多是从市场整合程度和运作效率，检验明清中国是否存在斯

密增长。比如美国学者薛华系统收集和构建了 17—19 世纪中国粮食价格数列，借助

市场整合的分析框架和实证方法，发现 18 世纪中叶中国远距离商品市场整合程度高

于同时期的欧洲，而近距离的整合程度则略低于欧洲。直到 1770 年之后，英国在全

 A  Jan de Vries, “The Great Divergence after Ten Years: Justly Celebrated yet Hard to Believe,”  
Historically Speaking, Vol. 12, No. 4, 2011, p.14.

 B  Roy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pp. 16-21.

 C  参见 Xu Dixin and Wu Chengming, eds., Chinese Capitalism, 1522-1840,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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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贸易的推动下，其商品市场整合程度开始超过欧洲大陆各国和中国。A据西方学

者的研究，尽管 17—18 世纪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利率有明显下降趋势，但是仍远远

高于同时期的西欧地区。B最近，薛华等学者基于清朝粮价，对 1770—1860 年中国

金融市场的整合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这一时期长三角金融市场的整合程度与英国

相似，但是在长三角以外地区，金融市场的整合程度仅为英国的三分之一。C同时，

部分西方学者综合许涤新、吴承明对于明清劳动市场的研究，提出明清中国农村人

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程度也比同时期的西欧地区低很多。D清代中期以前，国际贸

易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非常小。据美国学者勃兰特等人估计，1800 年国际贸易

仅占国民经济的 1%，到 1870 年才提升到 2%。换句话说，除贵金属货币之外，19
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经济基本上没有从全球化的国际贸易中受益。E上述观点逐渐

勾勒出明清中国传统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征：与欧洲相比，明清中国的商品市场发展

较为成熟，而劳动力市场与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18 世纪也是中国与西欧市场整

合进程“大分流”的关键时期，两者之间的“大分流”似乎先从劳动力市场和金融

市场开始，再到商品市场，这与西欧从 17 世纪以来逐步从大西洋贸易中获得巨大利

益密不可分。同时，李伯重对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的斯密增长也进行了理论探讨。F

正如有学者指出，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市场整合只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

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G也就是说，斯密动力与斯密增长并不能概括明清中国

传统经济发展道路的全部特征。彭慕兰从投入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劳动、资本

和土地等）配置及其相互替代关系的角度提出，尽管市场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在短

期内能够推动中西方人口与人均收入的双重增长，但无法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环

境与资源压力。在工业革命以前，中西方各自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其核

 A  Carol H. Shiue and Wolfgang Keller, “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7, No. 4, 2004, pp. 1189-1216.

 B  详见 Antonia Finnane,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21; Paul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54-156.

 C  Wolfgang Keller, Carol H. Shiue and Xin Wang, “Capital Markets and Grain Prices:  
Assessing the Storage Approach,”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4388, 2019. 

 D  Jan Luiten van Zanden, 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1000-1800, p. 29. 

 E  Loren Brandt, Debin Ma and Thomas G. Rawski,“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Re-
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 pp. 45-123.

 F  Bozhong Li, “The Early Modern Economy of the Yangzi Delta in a New Perspectiv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 36, No. 1, 2015, pp. 91-109.

 G  Carol H.Shiue and Wolfgang Keller, “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p. 118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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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就是劳动、资本与土地的有效配置以及劳动和资本对土地的替代。具体而言，

从 16 世纪以来，中国的核心区域——长三角地区为了应对人口增长带来的环境与

资源压力，当地农民采取三种策略。一是从外部（长江中上游地区或华北地区）

获取粮食、纤维和燃料等土地密集型产品，但是获取规模则因为外围地区人口增

长和本地农村手工业的发展而逐步停滞与萎缩。二是在土地密集型产品无法满足

需要的情况下，长三角农民只能付出更多的劳动来抵补土地不足，形成劳动密

集型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发展模式，即所谓“勤勉革命”。三是由于土地密集型

产品获取规模有限，长三角地区必须保持足够规模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所以当

地城市化水平与专业化生产水平始终得不到显著提升。上述三种策略也适用于当

时中国其他区域。由此，彭慕兰认为明清中国传统经济走上了劳动密集型发展道

路，具有农业劳动生产率较高、农村手工业和服务业发达、城市化水平低、劳动

力价格低、资本和能源价格高等特征。A

针对彭慕兰的观点，黄宗智、德弗里斯反复强调，西欧走的是资本与资源密

集型发展道路，具有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实际工资较高、农业和手工业资本投入较密

集、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等特征，其发展道路在通向经济现代化上具有

明显优势。B对此，彭慕兰进一步提出明清中国传统经济劳动密集型发展道路的效

率，以及通向经济现代化的优势等问题。他提出明清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发展道路也

能够推动人口、劳动生产率和家庭消费的缓慢增长，而且能耗较低；城市化水平低

并不是经济失败的表现；农业生产率高、发达的农村手工业和服务业也是经济繁荣

的重要表现；明清中国农民在农业、手工业和服务业上的家庭内部分工与转化，促

进了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在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过程中具有一定优势等。C当然，

 A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p. 211-297.

 B  Philip C. C. Huang,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A Review of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1, No. 2, 2002, pp. 501-538; 
Jan de Vries, “The Great Divergence after Ten Years: Justly Celebrated yet Hard to Believe,” 
Historically Speaking, Vol. 12, No. 4, 2011, pp. 13-15.

 C  Kenneth Pomeranz, “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 Resituating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World,” pp. 539-590; Kenneth Pomeranz, “Women’s Work, 
Famil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East Aisa: Long-Term Trajectories and 
Contemporary Comparisons,” in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eds.,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124-172; Bozhong Li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956-989; Kenneth Pomeranz, “Ten Years After: Responses and 
Reconsiderations,” Historically Speaking, Vol. 12, No. 4, 2011, pp.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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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等人也都注意到明清中国劳动密集型发展道路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的局限

性，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都比较缓慢，无法在根本上突破生态资

源短缺的瓶颈，走上现代经济增长之路。因此，明清中国的传统经济也就无法避免

增长、停滞与衰退的交替出现，特别是进入 18 世纪下半叶，中国传统经济逐渐陷

入停滞与衰退。A

有关明清中国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西方世界也注重探讨劳动力如

何发挥关键作用的问题。在“大分流”讨论的第一个十年，学者们大多关注明清中

国农民如何增加劳动投入和延长劳动时间来提高家庭收入。从西方学者的传统观点

来看，随着 14— 19 世纪欧洲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欧洲人提供的劳动质量比劳动

数量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而明清中国人力资本积累一直比较滞后，导致劳动密

集型发展主要来自劳动数量的投入。最近十年，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明清中国人力资

本积累及其作用的问题。巴顿、马德斌等人认为，由于资料所限，要直接获得明清

中国反映人力资本积累的识字率和计算能力的数据不太容易，他们引入年龄堆积方

法，通过惠普尔指数来推测 17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叶中国不同地区成年人的计算能

力。他们发现，除 19 世纪中叶有所下降之外，19 世纪早期中国成年人的计算能力

与同时期的西欧旗鼓相当，而人均收入与中国相当的印度和土耳其等，其成人计

算能力比中国差很多。之所以明清中国的成年人具有这么高的计算能力，主要是

因为随着明清经济日益市场化，小农家庭必须具备处理地方工商事务、交税和参

加科举考试等方面的识字和计算能力。据此，巴顿等人将明清中国的斯密经济定

义为“生活水平较低而人力资本较高”的经济。B为进一步探讨明清时期中国在

市场经济中投资和积累人力资本的方式和过程，一方面，中国学者袁为鹏等依托

河北省的统泰升账册，研究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的会计技术。C另一方面，薛华

等人，将参与科举考试作为清代中国人积累人力资本的主要方式，通过对安徽省

 A  Kaoru Sughara, “The East Asian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Long-Term Perspective,” 
in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eds.,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pp. 78-123; Robert Alle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Rural Incomes in England and the Yangtze Delta, c. 1620-c. 1820,” pp. 525-550; Kenneth 
Pomeranz,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logy on the Eve of Industrialization: Europe, China, 
and the Global Conjuncture,” pp. 425-446.

 B  Joerg Baten er al., “Evolution of Living Standards and Human Capital in China in the 18-20th 
Centu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7, No. 3, 2010, pp. 347-359.

 C  Debin Ma and Weipeng Yuan, “Discovering Economic History in Footnotes: The Story of the 
Tong Taisheng Merchant Archive (1790-1850),”Modern China, Vol. 42, No. 5, 2016, pp. 483-
504; Weipeng Yuan, Richard Macve and Debin Ma,“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ccounting 
and Bookkeeping before 1850: Insights from the Tŏng Tài Shēng Business Account Books 
(1798-1850),”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Vol. 47, No. 4, 2017, pp. 4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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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00 个考生的分析，发现在 17 世纪至 18 世纪当地家族的出生率与参加科举考试

的频率成反比，科举考试越成功的家族，越倾向于保持低出生率，这与同时期西

欧家庭注重人口质量而非数量的行为模式相类似。直至 19 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反

比关系才被打破。A

英国学者奥布莱恩指出，市场运行与要素禀赋的开发利用，只是一个国家和地

区经济发展道路的表现特征，而决定不同发展道路的根本因素则是制度。B早在第

一次“大分流”讨论中，布伦纳等人就关注到资源禀赋不是决定中国与英国走上不

同发展道路的关键因素，他们从中英双方的农民家庭制度、产权制度等角度出发，

解释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然而他们完全以英国的农民家庭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为标

杆，过分强调明清中国长三角农民家庭制度、传统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度对中国传

统经济转型的阻碍作用。C此后 20 年里，中西方学者先后在西方学界对明清中国

的宗族制度、财政制度、货币金融制度、国家治理能力、知识创新制度和意识形态

等展开研究。D最近，范赞登、勃兰特等人将上述制度统合起来，分别使用“横

向”制度和传统中央集权治理模式展开综合研究。E无论是单一研究，还是整体研

 A  Carol H. Shiue, “Human Capital and Fertility in Chinese Clans before Modern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22, No. 4, 2017, pp. 351-396.

 B  Patrick O’Brien, “Ten Years of Debate on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C  Robert Brenner and Christopher Isett, “England’s Divergence from China’s Yangzi Delta: 
Property Relations, Microeconomic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pp. 609-662.

 D  如 清 代 宗 族 制 度 的 研 究 可 参 见 Avner Greif and Guido Tabellini, “The Clan and the 
Corporation: Sustaining Coopera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5233, 
2016. 清代财政制度的研究可参见 Yuping Ni, 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 1644-
1911. 清 代 货 币 金 融 制 度 的 研 究 可 参 见 Hongzhong Yan, “Economic Growth and 
Fluctuatio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netary Circulation,”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 4, No. 2(June 2009), pp. 221-264; Debin Ma, “Chinese 
Money and Monetary System, 1800-2000, Overview,” in Gerard Caprio, ed., Handbook of 
Key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Infrastructure,Vol. 1, Oxford: Elsevier Inc., 
2013, pp.57-64. 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研究可参见 Tuan Hwee Sng, “Size and Dynastic 
Decline: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700-1850,” Exploration 
Economic History, Vol. 54(October 2014), pp. 107-127; 王国斌、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

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皮尔·弗里斯：《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 世纪 80 年代

到 19 世纪 50 年代的英国和中国》，郭金兴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年。明清知

识创新制度的研究参见   Tirthankar Roy and Giorgio Riello, eds.,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pp. 54-66. 明清意识形态的研究可参见 Debin Ma and Richard von Glah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Vol. 2, pp.15-47.

 E  参见 Jan Luiten van Zanden, 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1000-1800; Loren Brandt, Debin Ma and Thomas G. 
Rawski,“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 pp. 4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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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西方学者对于明清中国传统制度的认识发生了显著变化——从缺乏效率、严重

阻碍经济发展的“东方专制主义”，到富有效率、推动经济发展的“传统中央集权

治理模式”。更重要的是，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明清经济发展道路是通向现代经济的

另一条道路。A尽管如此，大部分西方学者仍旧坚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制度的标

准，认为明清中国经济之所以未能率先实现现代化，就是缺乏一系列重要制度和环

境，诸如缺乏对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缺乏统一的货币体系，缺乏高效的金融和劳

动力市场、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环境、缺乏对国内与国际市场的统筹协调、公共

物品供给不足，并将这些缺失归咎为明清孱弱的国家能力和保守的意识形态。B事

实上，西方引以为傲的产权制度、金融货币制度、军事—财政国家等，是以激烈的

政治竞争和旷日持久的战争为代价的，“歪打正着地将欧洲引向城市化、资本密集

化的发展道路”。C此外，全球贸易、殖民地、科学和能源等因素也起到重要作用。

事实上，无论西方学界还是国内学界，对于国家制度（如财政制度、金融货币制度

等）已经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于家庭和宗族制度以及手工工场、商号、行会等

组织的研究相对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明清制度的整体研究和评价。正如范

赞登指出，“在得出确切结论之前，需要对这些发展做更多的比较研究……中国最

发达的地区是否已发展出了新的人口行为模式……这些研究将会给我们提供新的数

据和关于这些经济体长期发展的新见解”。D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彭慕兰尝试将市场运行、要素配置和制度综合起来，探讨

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的各种因素如何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E布劳德

伯利提出了一种解释中西方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综合分析框架。他将影响发展道路

的因素分为两组，一组是直接因素，如劳动力、资本（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本）、土

地、技术；另一组是根本因素，即制度和地理等。然而，这一综合框架侧重于解释

西方国家的经济现代化道路，对明清中国发展道路的研究充满矛盾。F 

 A  Jan Luiten van Zanden, 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1000-1800, pp. 288-289.

 B  代表性的观点详见 Loren Brandt, Debin Ma and Thomas G. Rawski, “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 pp. 45-123.

 C  王国斌、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第 242 页。

 D  Jan Luiten van Zanden, 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1000-1800, p. 290.

 E  Kenneth Pomeranz, “Ten Years After: Responses and Reconsiderations,” Historically 
Speaking, Vol. 12, No. 4, 2011, pp. 22-24.

 F  参见 Stephen Broadberry, “Accounting for the Great Divergence: Recent Findings from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 CAGE Working Paper, No. 549, 2021; Stephen Broadberry 
and Kyoji Fukao,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Vol.1, 
pp. 28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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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界对于明清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的探讨，根本目的是从明清中国经济

发展的历史视角来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奇迹。王国斌、彭慕兰、勃兰特、李伯重，以及

新版《剑桥中国经济史》的作者都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与当代中国经济奇迹之间

的关系作过深入探讨。在他们看来 , 当代中国经济奇迹是历史上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与

繁荣的延续和复兴，这种复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革命和建设，成功扫除了在国家独立、意识形态、国家能力和治理水平、基础设

施和发展战略等方面阻碍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各种因素，如实现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

彻底打破保守落后的意识形态禁锢，建构强大的国家能力和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持

续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制定科学的经济赶超策略等。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继承

了传统中国的有益遗产，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统一协调、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本投

资的文化传统、保持农村经济的活跃与繁荣、恢复和发挥企业家精神和非正式的合同

执行机制、推进低能耗和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方式等，最终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

国模式”。A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如杉原薰、意大利学者阿

里吉还尝试提炼这种结合传统优势的中国模式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和价值——与

西方经济发展道路相比，中国模式在财富分配上更加公平，在环境上更加可持续，让

更多人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成果。B最近，新版《剑桥中国经济史》将中国模式的世界

意义评价为“一种挑战资本主义和经济增长传统理论的经济发展模式”。C 然而，西

方学者的观点又往往将新中国借助传统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视为与日本类似的“东

亚模式”。我们知道，无论是历史中国还是当代中国，在经济发展道路上与日本或其

他亚洲国家都有本质差别。D而要理解中西、中日经济发展道路的差别，则需要西方

学者彻底放弃西方模式或日本模式优越论视角，真正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自身脉络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开深入研究。

 A  参见 Roy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p. 68; Kenneth Pomeranz, “Is There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Path? Long-
Term Comparisons, Constraints, and Continuitie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44, No. 3, 2001, pp. 322-362; Loren Brandt, Debin Ma and Thomas G. 
Rawski,“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 pp. 45-123; Bozhong Li, “The Early Modern Economy of the Yangzi Delta in a New 
Perspective,” pp. 91-109; Debin Ma and Richard von Glah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Vol. 2, pp. 775-828.

 B  Kaoru Sughara, “The East Asian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Long-Term Perspective,” 
p.116;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 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10 页。

 C  Debin Ma and Richard von Glah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Vol. 1, p. 1.

 D  有关历史上中国与日本的不同发展道路，最近在西方学界也成为一个关注焦点。参见
Stephen Broadberry and Kyoji Fukao,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Vol. 1, pp. 6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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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超越“大分流”

西方学界对于明清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认识转向，与中国学者的努力密不可

分。我们要进一步推进明清时期宏观层面上各项国家制度的系统研究，也要加强中

观和微观层面的制度研究，更重要的是推出对明清传统制度整体研究和传统经济发

展道路的综合研究成果。与“大分流”讨论不同，我们的研究重点在于将明清中国

置于全球史的比较视野之中，综合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的表现形式、内涵特

征、核心基础以及与当代中国经济奇迹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展

开系统的定量、定性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之后才能得到回答。

首先，应全面系统地探讨明清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特征、内涵、趋

势，以及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过去 20 年，由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联合展

开的一系列量化研究，已经为我们拼出了一幅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经济的总图——

“一个普通民众达到基本温饱，社会相对安定，有相当的人力资本基础，但资本却

相对匮乏的社会”。A这一经济图景要么源于对明清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要么来

自于对东部地区（长三角、华北等区域）的经验总结。具体而言，过去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明清中国宏观经济层面上的人口、产业、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少量商品的

全国流通与消费量、年寿等主题，仍然缺乏微观层面上的家庭经济、中观层面上的

（长三角、华北等区域以外）区域经济，以及世界层面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与作用等领域的系统研究。换言之，目前西方学界的研究，无法揭示明清中国经济

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总体面貌。

对此，需要在不同层面上探讨明清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家庭和宗族层面，通

过研究婚姻、生育、生产、运销、收入、分家、消费、积累和教育投资等问题，聚

焦分析明清人口行为模式的演变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在行业和区域层面，通过

研究物价、劳动生产率、工资、市场整合、利率、技术扩散与创新、知识传播和积

累、产业布局、能源开采与消费等问题，重点探讨明清中国知识与技术的创新与扩

散模式，传统市场体系的演化，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发展模式及其发展差异。在

国家层面上，通过人口数量和质量、经济总量和结构、人均收入和消费、收入分

配、货币规模与构成、国家能力和社会福利等，揭示明清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水

平、周期和趋势，以及传统政府的治理模式。在世界层面上，通过研究中国与其他

国家和地区之间商品、资本、技术、知识和人员等双向流动以及对双边的经济影

响，阐释明清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由此，不仅可以构建一套综合反映

 A  马德斌：《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一种跨国比较视野》，徐毅等译，杭州：浙

江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309—3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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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中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指标体系以及相应的综合数据库，而且可以提炼出

明清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在不同层面上运行的内涵特征。

其次，深入研究明清制度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揭示中国传统经济

发展道路与当代中国经济奇迹之间的内在联系。西方学界对于明清中国传统制度的

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聚焦明清某些特定制度，如国家财政制度、金融货币制

度等。我们认为，除国家经济制度之外，还应深入研究各区域的宗族制度、土地制

度、市场交易制度、行会制度、学徒制度，以及手工工场、商号、会馆等经济组

织，分析这些因素是如何通过配置各种经济要素（人口、资本、土地、市场和技术

等）来影响各区域的经济长期发展。二是探讨明清各种传统制度作为一个完整的系

统整体对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这种研究在西方学界兴起不久，尚在探索之中。在

大量的实证研究中，学者发现要确定某一项制度对于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并不容

易，因为所有制度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它们之间相互依

赖并相互联系。而且，在具体的制度与它所要解决的经济发展问题之间也存在着复

杂关联：特定制度通常与不止一个问题相联系，用于解决特定问题的某一具体制

度，往往也会对其他问题的应对方式产生影响。然而，因为制度系统太过抽象，很

难用定性的方法分析制度系统与经济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往往建立一套

度量制度系统效率的指标，用以评估制度系统的影响。目前，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经

验构建了三组指标——制度对产权的保护以及对商业信用发展的促进、市场一体化

程度、要素市场发展水平。A显然，这三组指标无法全面衡量明清中国传统制度系

统的效率。因此，可以将构建一套综合反映明清中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指标体

系，与深入研究各种具体制度联系起来，从中提炼出一套反映明清中国传统制度系

统效率的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可以相对准确地揭示世界现代化史视野下明清制

度系统的效率与局限，进一步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内在联系

的研究。

〔作者徐毅，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桂林 541001；倪玉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084〕

（责任编辑：窦兆锐）

 A  Jan Luiten van Zanden, 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1000-1800, pp.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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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s took its first steps towards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in 1921. Following the London Preliminary Meeting in 1930 and 

the Geneva Conference in 1931, the Convention for Limiting the Manufacture 

and Regul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Narcotic Drugs was signed and officially 

enforced on January 1, 1934. Throughout the negotiation and ratif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nations such as Britain, Japan, Fr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utilized their influence within the League of Nations to steer the direction of the 

convention, engaged in confrontations with established imperial powers, and strategically 

maneuvered to maximize their own interests through procedural rules.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of the “weak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strong states” inevitably positioned 

major powers as the primary influencers in 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to restrict the manufacture of narcotic drugs during the League of Nations era. This 

interplay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major powers ultimately molded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of drug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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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A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Xu Yi and Ni Yuping (159)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cholarly debate 

on the “Great Divergence”, there has been a new trend in Western academia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China’s contemporary economic miracle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Some scholars have revised their views on the long-term stagnation of China’s econom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and reevaluated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and levels 

of China’s traditional economy. They have sought to establish links between China’s 

tradi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and the recent economic success. However, 

Western scholars have not completely abandoned their Western-centric standpoint. 

The transformation in Western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s been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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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international dialogues. Nonetheless,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the overall tradition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the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should be pursued. They are essential to contribute to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ts contempora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Concept of “Medieval Humanism” Xu Shanwei (182)

The concept of “medieval humanism” emerged within Western academia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It continued to appear as a term in historians’ writings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50s and received widespread acceptance by the late 1960s. Initially, it 

referred to a fervent interest in studying classical culture and later expanded to encompass 

notions such as “Christian humanism”, “spiritual humanism”, the cultivation of virtues, 

and the ideal of the “perfect man”. In the 1970s, R. W. Southern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scholastic humanism”, and subsequent research largely aimed at complementing, 

updating, and refining this framework. Although Western academia has reached 

considerable consensus regarding the concept’s meaning, disagreements persist regard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scholastic philosophy and Renaissance humanism.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medieval humanism” demonstrates its close association with societal 

transformations,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 in modern Western society, as well 

as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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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ral Silver and Tax Silver, Positive Taxation, and Financial System in Late Ming 

Dynasty Fang Xing (201)


